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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
———基于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PVAR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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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使用中国

2011—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探究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动态关系。
研究发现:从全国和区域层面看,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自身具有较强的协调性;对于全国和东部地

区,企业家精神与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相互促进作用,新质生产力能够激励企业家精神,
但企业家精神对新质生产力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和数字化转型具有良好互动效

应,但中部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推动作用不明显,西部企业家精神和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作用有限。为加

速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应制定差异化政策促进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以及新质生产力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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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

特征,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它不仅推动生产方式向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变

革,还促使生产关系发生深刻调整,为社会生产方

式变革和生产关系改革指明了方向。在当前中国

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的关键时期,
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全社会生产力水平提

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在当前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催生

的新商业模式和业态,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

了广阔空间和机遇,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冒险精

神和战略眼光构成了重要的驱动力。企业家是数

字化转型的主体,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创新活

力,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厘清企业家精

神、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三者之间的逻辑关

系,探究其相互作用机制,对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

产力发展、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实践意义。
现有文献对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

产力展开了深入研究。贺灵[1]认为企业家精神和数

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协同促进数字化转型;而数字化

转型则会通过抑制套利性企业家精神、促进创新性

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技术进步[2]。郭强华和郭斐

斐[3]基于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证

实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

用,企业家精神则通过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动和创

造潜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不竭动力[4]。与此

同时,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数字化转型的推

动力量,改变了企业发展进程[5]。上述研究多聚焦

于探究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以及新质生产力两

两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但对企业家精神、数字化

转型和新质生产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动态影响

缺乏关注。为此,本文试图将企业家精神、数字化

转型和新质生产力放入同一框架内,探究三者之间

的影响机制与互动效应,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
现以中国2011—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

数据为样本,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vectorau-
toregression,PVAR)模型,从企业层面探究企业家

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动态作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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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有:第一,将
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引入同一分

析框架,探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弥补了现有研

究仅关注两两关系而忽略三者协同作用的不足;第
二,构建面板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数
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三者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
为理解其内在联系提供新视角;第三,充分考虑企

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生性

问题,深入辨析三者的因果关系,拓展这一领域的

研究深度,为政府制定激发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1.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

和新质生产力,重点围绕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研

究。关于企业家精神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企业家精神对数字化转型的

影响作用。林艳和张欣婧[6]对4家制造企业数字化

转型进程进行阶段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是唯一贯

穿数字化转型孕育和实施阶段的影响因素;马颖超

和刘树林[7]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理论推

断、数理检验等方法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对数字

化转型的作用呈倒“U”型。二是数字化时代企业家

精神与企业创新的发展。赵东辉等[8]运用多案例扎

根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发现数字创新的不确定性是

触发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原因;李建成等[9]基于熊彼

特的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发现,数字化时代给予企

业家精神新的内涵与表现。
关于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现有文

献多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单向作用。部分学者认为

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例如,葛元

骎等[10]以201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催发新质生产力;郭强华和郭斐

斐[3]运用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资本和劳动力

配置推动企业生产力发展。另有学者认为新质生

产力能够助推数字化转型。例如,董静等[11]基于外

部学习视角,认为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风险投资获

取相关知识和技术以建设新质生产力,从而助推自

身数字化转型;张夏恒[12]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依

托科技赋能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新型产城

融合发展等驱动数字化转型。
关于企业家精神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学者们

多聚焦于研究企业家精神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贾晓霞和广唯伊[4]基于二元创新视角研

究发现,建立以企业家精神为基础的“内部引领型”
驱动路径对技术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起到正

向调节作用。申杰等[13]以2010—2022年省级面板

数据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统一大

市场建设激发企业家精神,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温科和李常洪[14]运用2007—2022年A股上

市公司数据,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数实技术融

合在企业家精神正向调节下,能够获取更大的企业

新质生产力效应。虽然关于企业家精神对新质生

产力促进作用的文献较多,但鲜有学者研究新质生

产力对企业家精神的反向影响作用。
现有研究在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

产力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本文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处。现有

研究多关注两两之间单向或双向作用,鲜有学者将

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放入同一研

究框架;在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侧重于静态研

究,未能考虑它们的动态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的持续

性;探究企业家精神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主要关

注调节作用,对企业家精神的直接影响缺乏讨论。
现以中国2011—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为样本,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动态角度研

究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三者之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
1.2 研究假设

1.2.1 企业家精神与数字化转型的互动效应

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经营者在经营实践中所

确立起来的对于企业笃定的信念与高远的价值追

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持续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

力[15]。其本质是创新,构成经济发展的重要源

泉[4],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新产品和新方法

不断取代旧产品和旧技术”的创新迭代过程,生动

体现了企业家作为创新发动与实施者的核心作用。
弘扬企业家精神对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尤为重要:企
业家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前瞻的创新意识及敢

于突破传统思维的魄力,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的路

径,为企业开辟新发展道路。此外,企业家的战略

意识和抗风险能力能有效识别潜在威胁,并通过优

化资源配置、变革组织文化、推进战略执行等措施,
保障企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如在酒店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企业家精神被证实为关键内驱力[16]。反

过来,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将进一步激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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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推动企业家精神在经营管理中深度践行,形
成促进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循环。具体机制在于:数
字化转型可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降低企业委托代

理成本并助力企业进入全球创新前沿,为突破式创新

赋能[17]。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家精神与数字化转型具有双向促进

作用。
1.2.2 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互动效应

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相互影响、协同发

展。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技术支

持和实践路径。数字化转型带来数据、管理等新型

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企业利用大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更快速获取市场信

息和技术趋势,加快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的速度,
提升企业生产管理效率与创新能力,从而驱动新质

生产力发展。此外,数字化转型还通过促进企业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驱动新兴产业发展,
进而实现新质生产力涌现[18]。因此,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程度越高,其新质生产力的水平也就越高。另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也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向

纵深发展。在要素升级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使数

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成为重要生产工

具,并驱动劳动力素质提升,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为引

领,鼓励制造业企业进行风险投资,这有助于企业

学习和获取组织外的相关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进
而促进自身数字化转型[11]。从“专精特新”企业层

面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可以畅通创新活动的上下

游链条,增强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力度,促进上市

公司数字化转型,而数字技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

应用,则降低转型成本,进一步推动了传统产业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具有双向促进

作用。
1.2.3 企业家精神与新质生产力的互动效应

企业家精神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首先,企业家通过创新和冒险精神,推动企业在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突破,为新质生产力的形

成提供关键助力;其次,企业家通过整合资本、技
术、数据等生产要素,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提升要素

配置效率,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奠定基础。具体来

说,企业家精神在数实技术融合促进企业新质生产

力发展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14],且是税收征管

数字化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渠道[19]。与此

同时,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时代发展规律的生产

力,其发展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

高的利润回报,进而激励企业家进行创新和冒险活

动,促进企业家精神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

新型生产力发展也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驱
动企业家不断学习和自我完善,推动企业家精神的

重塑和时代内涵升华。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

假设。
H3:企业家精神与新质生产力具有双向促进

作用。

2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2.1 模型设定

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三者之

间存在比较复杂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不能简单

地将企业家精神和数字化转型作为解释变量、新质

生产力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单向作

用关系。PVAR模型不仅可以反映多个变量之间

的相互作用以及动态变化关系,而且直接将变量作

为内生变量以消除模型内生性问题。为研究企业

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三者的动态关

系,构建PVAR模型如下:

Yit =α0+∑
k

j=1
αjYi,t-j+μi+νt+εit (1)

式中:i和t分别为个体和时间;Yit 为包含企业家精

神(ESHIP)、数字化转型(DIGIT)和新质生产力

(NPRO)3个变量的列向量;α0 为截距项;j为滞后

阶数;αj为系数;μi为地区固定效应;νt为时间固定

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选取与指标测度

(1)企业家精神(ESHIP)。企业家精神指企业

家经营管理企业的一种综合才能,衡量时需要从多

方面综合考量。本文使用张三保[20]构建的上市公

司企业家精神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包含爱国情怀、
勇于创新、诚信守法、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5个

方面。
(2)数字化转型(DIGIT)。参照赵宸宇[21]、吴

非等[22]的做法,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

算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运用5个维度测度数

字化转型A,从数字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
能制造、现代信息系统4个维度测度数字化转型B,
具体做法如下:①收集A股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提
取上市公司经营部分的文本;②抽取数字化转型成

功企业样本,运用Python的Jieba中文分词功能筛

选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词汇;③构建数字化术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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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使用Jieba功能对样本进行分词处理,统计关键

词披露次数;④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熵权

法赋予指标权重进行计算,最后取对数得到数字化

转型指数。
(3)新质生产力(NPRO)。新质生产力以劳动

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

内涵[23]。现有研究多从生产力的组成、内涵、分类和

基本特征等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参照宋佳

等[24]的做法,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从劳动力和劳

动工具两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并运用熵

值法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得到新质生产力指标。
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3年的非平

衡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

和新质生产力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数据处理如

下:①剔除ST和PT类上市公司的数据;②剔除金

融类或资不抵债企业;③删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样

本;④对连续变量上下1%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得

到17618个样本数据。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

泰安(CSMAR)数据库和万得(Wind)数据库。
2.4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数据分布特征见表1。企业家精神从东

部往西部呈下降趋势,东部企业家精神为43.65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数字化转型在全国均值为

2.397,从东部向西部呈递减趋势,可以看出企业数

字化转型受地理位置影响存在差异。从全国范围

内来看,新质生产力均值为2.831,最小值为1.008,
最大值为11.973,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区域内部

差异较大。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平稳性检验

为保证数据平稳性,避免出现伪回归问题,采

用Fisher-PP(Fisher-Philips-Perron)检验和Fisher-
ADF(Fisher-Andrews-Durbin-Fuller)检验2种方

法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企业家精神、
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3个变量的统计值在至少

5%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

原数据序列是平稳的。
3.2 协整检验

为考察3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采用

Westerlund检验、Pedroni检验以及KAO(Kaiser-
Meyer-Olkin)检验等方法进行协整检验。由表3
结果可知,各检验统计量的值在1%水平下显著拒

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Westerlund检验、
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均通过。综上所述,各地

区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以及新质生产力之间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构建PVAR模型进一步

分析。
3.3 最优滞后阶数的选取

在进行PVAR分析之前,利用AIC(赤池信息准

表2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全国及

区域
变量名 Fisher-PP检验 Fisher-ADF检验 结论

全国
ESHIP 9737.43*** 17200.00*** 平稳

DIGIT 14100.00*** 14900.00*** 平稳

NPRO 7332.99*** 8206.37*** 平稳

东部
ESHIP 6723.27*** 9201.57** 平稳

DIGIT 8254.70*** 6685.66*** 平稳

NPRO 4110.80** 3377.20*** 平稳

中部
ESHIP 1735.12** 2361.97*** 平稳

DIGIT 1978.49*** 1850.44*** 平稳

NPRO 1059.01*** 1045.52*** 平稳

西部
ESHIP 1045.22*** 1524.28*** 平稳

DIGIT 1375.27*** 1224.23*** 平稳

NPRO 1595.94*** 1094.74*** 平稳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水平;因数据缺失,未
包含港澳台地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全国及区域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全国
ESHIP 29262 43.155 6.518 11.020 43.350 69.840
DIGIT 32033 2.397 1.361 0.000 2.398 6.682
NPRO 24131 2.831 0.646 1.008 2.711 11.973

东部
ESHIP 18582 43.654 6.437 13.840 43.850 69.840
DIGIT 20245 2.487 1.371 0.000 2.485 6.682
NPRO 15003 2.822 0.641 1.034 2.703 10.119

中部
ESHIP 5104 42.302 6.367 13.460 42.510 65.720
DIGIT 5427 2.170 1.319 0.000 2.197 6.480
NPRO 3910 2.837 0.588 1.048 2.739 8.728

西部
ESHIP 3553 41.457 6.897 11.020 41.420 66.870
DIGIT 3782 2.022 1.316 0.000 1.946 6.465
NPRO 2718 2.812 0.562 1.009 2.724 7.058

 注: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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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BIC(贝叶斯信息准则)和HQIC(汉南-奎因信

息准则)3种统计量准则来判断模型滞后阶数,以
AIC、BIC和HQIC取最小值的阶数作为模型的最

优滞后阶数Lag。一般地,当三者结果不一致时,通
常认为BIC准则标准优于AIC和 HQIC。由表4
结果可知,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最优滞后阶数均为1期,因此构建PVAR(1)模型。

表3 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Westerlund检验 -8.7956***-5.8806***-2.8076***-3.8179***

Pedroni检验 28.5763*** 25.8559*** 14.5286*** 10.3683***

KAO检验 -15.0127***9.0666*** 6.7704*** 4.2130***

 注:Pedroni检验报告的结果为Phillips-Perront统计量;KAO检

验报告的结果为Dickey-Fullert统计量;*、**、***分别表示10%、
5%、1%的显著水平;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

表4 模型滞后阶数选择

全国及区域 Lag AIC BIC HQIC

全国
1 8.5270 11.1363* 9.3692*

2 8.5131* 11.3953 9.4484
3 8.7587 11.9816 9.8110

东部
1 8.5253 10.8887* 9.3049*

2 8.4435* 11.0424 9.3053
3 8.6804 11.5700 9.6443

中部
1 8.1193* 10.0243* 8.7903*

2 8.1690 10.2614 8.9098
3 8.3561 10.6767 9.1826

西部
1 8.9132* 11.6667* 9.9265*

2 9.1261 12.3427 10.3206
3 9.5361 13.4019 10.9871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水平;因数据缺失,未
包含港澳台地区。

3.4 模型稳定性检验

PVAR模型估计、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有效性

的前提是PVAR模型要满足稳定性条件。若伴随

矩阵的特征根均在单位圆内部,则证明PVAR模型

稳健。由图1可知,3个特征根均在单位圆内部,本
文构建的PVAR模型是稳健的。
3.5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

生产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对3个变量两两进行格兰

杰因果检验。由表5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和企业

家精神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数字化转型和新

质生产力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新质生产力和

企业家精神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3.6 GMM估计

利用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methodofmo-
ments,GMM)法对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

生产力构建的PVAR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6。

图1 模型稳定性检验结果

表5 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卡方χ2 P 检验结果

NPRO不是ESHIP的格兰杰原因 3.782 0.052 拒绝

DIGIT不是ESHIP的格兰杰原因 92.114 0.000 拒绝

NPRO不是DIGIT的格兰杰原因173.130 0.000 拒绝

ESHIP不是DIGIT的格兰杰原因149.510 0.000 拒绝

DIGIT不是NPRO的格兰杰原因 45.380 0.000 拒绝

ESHIP不是NPRO的格兰杰原因 78.946 0.000 拒绝

表6 PVAR模型GMM估计结果

全国及

区域
变量 ESHIP DIGIT NPRO

全国

L.ESHIP
0.6571*** 0.0360*** 0.0119***
(0.0207) (0.0029) (0.0013)

L.DIGIT
0.5774*** 0.6885*** 0.0228***
(0.0602) (0.0098) (0.0034)

L.NPRO
0.2040* 0.2043*** 0.7720***
(0.1049) (0.0155) (0.0072)

东部

L.ESHIP
0.6802*** 0.0363*** 0.0138***
(0.0258) (0.0038) (0.0018)

L.DIGIT
0.4417*** 0.7069*** 0.0316***
(0.0687) (0.0123) (0.0042)

L.NPRO
0.1452 0.1906*** 0.7846***
(0.1218) (0.0184) (0.0086)

中部

L.ESHIP
0.6497*** 0.0345*** 0.0076***
(0.0345) (0.0045) (0.0019)

L.DIGIT
0.7480*** 0.6926*** 0.0192***
(0.1243) (0.0195) (0.0064)

L.NPRO
0.7382** 0.2917*** 0.7608***
(0.3401) (0.0495) (0.0207)

西部

L.ESHIP
0.7186*** 0.0556*** 0.0076**
(0.0589) (0.0082) (0.0034)

L.DIGIT
0.5771*** 0.6194*** 0.0149
(0.1860) (0.0286) (0.0101)

L.NPRO
0.8156*** 0.2625*** 0.7733***
(0.2909) (0.0458) (0.0169)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标准

误;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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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企业家精神(ESHIP)为被解释变量时,本年

度的企业家精神受到滞后1期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

下显著,这表明企业家精神存在持续性。滞后1期

的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滞后1期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

促进作用。滞后1期的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家精神具

有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其可

能原因是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相较其他地区较为

成熟,新质生产力边际效用递减,对企业家精神促

进作用不显著。
当数字化转型(DIGIT)为被解释变量时,滞后

1期的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

正,表明滞后1期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对本年度的数

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滞后1期的企业家精神和

新质生产力的系数在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滞后1期的企业家

精神和新质生产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

促进作用。

实线为脉冲响应曲线;两侧虚线为95%置信区间上下限;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

图2 全国脉冲响应

当新质生产力(NPRO)为被解释变量时,其滞

后1期的值对当期发展水平在全国、东部地区、中部

地区和西部地区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滞后1期的

企业家精神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

5%水平下显著;滞后1期的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

力的影响在全国、东部和中部在1%水平下显著为

正,在西部地区滞后1期的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

力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其可能原因是西部地区

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在培育企业新质生产

力方面的持久性不足。
3.7 脉冲响应分析

GMM估计仅是对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

新质生产力之间静态关系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

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利用蒙特卡洛方法,将滞后

期设置为10期,进行200次模拟,得到全国、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关于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

质生产力的脉冲响应图(图2~图5)。
3.7.1 全国脉冲响应分析

由图2可以看出:①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

新质生产力在自身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在当

期表现出最大的正向反应,之后逐渐减弱趋向于

零,表明三者均存在经济惯性;②当企业数字化转

型受到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企业家精神和新

质生产力在当期的响应为0,自第1期开始呈现出

倒“U”型正向影响趋势,在第3期和第4期达到极

值后,逐渐向0收敛,表明企业家精神和新质生产力

的反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③当企业家精神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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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东部地区脉冲响应

图4 中部地区脉冲响应

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当期便

做出反应,在第2期达到极值后开始下降,新质生产

力在当期的响应为0,从第1期开始呈现出先增加

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并在第6期达到极值,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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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西部地区脉冲响应

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家精神冲击的响应存在一定的

滞后性,其可能原因是企业家当期做出的决策需要

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出来;④当新质生产力受

到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企业数字化在当期立

即做出反应,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后,逐渐开始减

少,其可能的原因是新质生产力倒逼企业加速数字

化转型以释放技术潜力,数字化转型程度不断加

深,在第4期达到极值,此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应对

新质生产力的冲击响应程度逐渐减小。
3.7.2 东部地区脉冲响应分析

由图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数字化

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在自身受到一个标准差的正向

冲击后,变化趋势与全国保持了极大的相似性,表
明在东部地区依然表现出了较好的经济惯性。企

业数字化和企业家精神受到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

击后,另外两个因素做出的响应也与全国保持了相

同的趋势。当新质生产力受到一个标准差的正向

冲击后,企业家精神在当期的反应小于0,此后呈现

出稳步提升的趋势,并在第5期趋于稳定,其可能的

原因是冲击发生后企业家对政策感知产生了“偏
差”,此后,做出正确反应,并产生持续的正向影响。
3.7.3 中部地区脉冲响应分析

由图4可以看出,中部地区与全国一样,企业家

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对自身冲击的响应

为正,在当期达到最大值,后逐渐减小至趋于0。当

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家精神受到一个标准差的

正向冲击后,另外两个变量的反应趋势也与全国保

持一致。不同的是,当新质生产力受到一个标准差

的正向冲击后,数字化转型在当期的反应为正,响
应程度逐渐提高,到第5期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

降;企业家精神在当期的反应为负,在第4期达到极

值后,逐渐趋于稳定。
3.7.4 西部地区脉冲响应分析

由图5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数字

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在自身受到冲击后,表现出

与全国一致的正向响应。当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到

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企业家精神和新质生

产力的变化趋势与全国保持一致,但新质生产力

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当新质生产力受到一个标

准差的正向冲击后,企业数字化和企业家精神呈

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在第5期达到极值。
不同的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当期反应为正,企业

家精神在当期反应为负。其可能的原因是新质生

产力受到冲击后带来新技术,倒逼企业进行数字

化转型,而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企业家精神

在当期反应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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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方差分解

为准确衡量企业家精神(ESHIP)、数字化转型

(DIGIT)和新质生产力(NPRO)3个变量之间的相

互影响程度,对各变量进行PVAR方差分解,选取

第2期、第5期和第10期作为预测期,得到冲击变

量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结果见表7。

表7 方差分解结果

全国及

区域
响应变量

冲击变量

预测期 ESHIP DIGIT NPRO

全国

ESHIP

DIGIT

NPRO

2 0.966 0.033 0.002
5 0.915 0.069 0.017
10 0.868 0.091 0.042
2 0.075 0.917 0.007
5 0.287 0.669 0.044
10 0.387 0.529 0.084
2 0.005 0.006 0.988
5 0.048 0.023 0.929
10 0.119 0.045 0.836

东部

ESHIP

DIGIT

NPRO

2 0.971 0.027 0.002
5 0.919 0.063 0.017
10 0.870 0.086 0.044
2 0.074 0.919 0.008
5 0.283 0.671 0.046
10 0.383 0.530 0.086
2 0.005 0.011 0.984
5 0.045 0.028 0.926
10 0.113 0.050 0.837

中部

ESHIP

DIGIT

NPRO

2 0.949 0.050 0.001
5 0.898 0.090 0.012
10 0.857 0.112 0.031
2 0.071 0.924 0.005
5 0.276 0.693 0.031
10 0.380 0.559 0.060
2 0.008 0.002 0.990
5 0.069 0.022 0.909
10 0.160 0.051 0.789

西部

ESHIP

DIGIT

NPRO

2 0.908 0.091 0.001
5 0.850 0.139 0.011
10 0.807 0.166 0.027
2 0.069 0.926 0.005
5 0.261 0.711 0.028
10 0.357 0.590 0.053
2 0.010 0.011 0.979
5 0.077 0.046 0.877
10 0.167 0.088 0.745

 注: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

  对于全国而言,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

质生产力主要受到自身冲击的影响,在第2期贡

献度均超过90%,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下降。每

一期来自数字化转型的冲击对企业家精神的贡献

率均比新质生产力对其贡献率高,且数字化转型

的贡献率在第10期达到9.1%,数字化转型在企

业家精神推动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企业家精神

对数字化转型的贡献率在第2期仅为7.5%,此后

增长较快,在第10期达到38.7%,企业家精神是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企业家精神和

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贡献随时间推移而逐

渐上升,说明两者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程度不断

加强。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

对企业家精神贡献率随时间推移而递增,第10期分

别为8.6%和4.4%,而企业家精神对其自身贡献度

超过85%,表明企业家精神主要依靠自身冲击影

响,而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家精神有一

定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方差贡献率在第10期有

53%来自其自身,38.3%来自企业家精神,这说明

数字化转型受自身以及企业家精神冲击影响较大,
新质生产力对数字化转型推动力有限。新质生产

力受自身冲击影响较大,在第10期仍可达到

83.7%,企业家精神和数字化转型也对推动新质生

产力发挥一定作用。
对于中部地区而言,企业家精神的方差贡献率

主要受自身影响,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在第2
期的贡献度分别为5%和0.1%,在第10期贡献度

为11.2%和3.1%,说明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

均对企业家精神有贡献效应。两者对比可知,数字

化转型是促进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因素。数字化转

型方差分解,其自身方差贡献率超过50%,企业家

精神第10期贡献率为38%,存在显著影响,新质生

产力对数字化转型的贡献率第10期仅为6%,表明

企业家精神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但新质

生产力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有限。新质生产力的

变动也主要受自身冲击影响,贡献率随时间推移而

呈递减趋势。
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企业家精神主要受自身冲击

影响,数字化转型第10期对其贡献度为16.6%,表明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家精神波动发挥显著作用。数字

化转型方差分解,其自身冲击影响较大,企业家精神

和新质生产力对其方差贡献影响于第5期显现,分别

为26.1%和2.8%,这种影响随时间推移呈现明显递

增趋势,说明企业家精神和新质生产力是促进数字化

转型的有效方式。新质生产力方差贡献主要来源于

其本身,企业家精神和数字化转型第2期贡献率仅为

1%和1.1%,第10期分别为16.7%和8.8%,企业家

精神和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但两者

的贡献效果有待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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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1)全国及各区域(东部、中部、西部)的企业家

精神、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存在相互促进的互

动机制,且三者均具有发展惯性,对自身变化产生

持续正向冲击。
(2)在全国与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与数字化

转型、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均存在显著的

双向正向冲击,表明两者分别形成相互促进、协同

发展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双向促进作用呈

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趋势。其中,企业家精

神与数字化转型的双向促进强度大于数字化转型

与新质生产力,而企业家精神对新质生产力的直接

促进作用不显著。
(3)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与数字化

转型展现出良好的联动效应,彼此间产生先增强后

减弱的正向冲击。然而,中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对

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较弱;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

展水平限制,西部地区的企业家精神与数字化转型

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较为有限。
4.2 政策建议

(1)深入推动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和新质

生产力协同发展,释放经济惯性红利。培育和弘扬

企业家精神,激励全社会形成创新创业的良好氛

围,完善企业创新创业机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企业

数字化转型;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以企业家精

神为精神引领、数字化转型为技术支撑、新质生产

力为重要动力,构建三维协同发展机制。
(2)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其经济发展与人才优

势,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技术自主创新;深
化企业家精神与数字化转型双向协同发展,打造数

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融合新生态,企业家要引导

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赋
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化企业家精神与新质生产力

联动路径,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企业家创新提

供人才支持,营造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维护企业

家创新成果,通过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3)中部和西部地区要加强与东部地区的合作

与交流,引进先进技术与人才,促进科技创新;鼓励

企业家大胆尝试新技术、新模式,充分发挥数字化

转型对企业家创新创业的反哺作用,强化企业家精

神与数字化转型的深度融合;畅通数字化转型与新

质生产力作用渠道,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规划,为
数字化转型推动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西部地

区更要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家

精神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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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DigitalTransformationandNewQualityProductivity:PVARAnalysis
BasedonPanelDataofA-shareListedCompanies

CHENGDaojin1,ZHANGHuilin1,GUOYuanyuan2
(1.SchoolofEconomics,QufuNormalUniversity,Rizhao276826,China;

2.SchoolofManagementandEconomics,ZhejiangSci-Tech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Developingandcultivatingnew-qualityproductivityistheessentialrequirementfor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Chinese
economy.BasedonthePVAR(panelvectorautoregression)model,thedynamicrelationshipwasexploredbetweenentrepreneurship,digital
transformationandnewqualityproductivityatthemicrolevelusingpaneldataofA-sharelistedcompaniesinChinafrom2011to2023.The
studyfindsthatatthenationalandregionallevels,entrepreneurship,digitaltransformationandnewqualityproductivityhavestrong
coordination.Forthenationalandeasternregions,thereisamutualpromotionbetweenentrepreneurshipanddigitaltransformation,and
betweennewqualityproductivityanddigitaltransformationofenterprises,andnewqualityproductivitycanstimulateentrepreneurship,but
thereisalaginthepromotionofentrepreneurshiptonewqualityproductivity.For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entrepreneurshipanddigital
transformationexhibitgoodinteractiveeffects,butthecentraldigitaltransformationshowsnosignificanteffectinpromotingnewquality
productivity,andthewesternentrepreneurshipanddigitaltransformationhavelimitedeffectsonnewqualityproductivity.Therefore,itis
necessarytoformulatedifferentiatedpoliciestopromotethepositiveinteractionofentrepreneurship,digitaltransformationandnewquality
productivitytorealiz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hina’seconomy.
Keywords:entrepreneurship;digitaltransformation;newqualityproductivity;interactive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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